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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服务驱动下信访“分类治理”的理路*

——以河南省西平县为例

王 山

摘要：学界对于信访分类治理的研究大多基于因“人”分类或因“事”分类展开，形成了信访分

类治理研究的基本范式。然而，社会心理服务嵌入信访治理体系，为信访分类治理提供了新的视野：

因“心”分类，即按照信访人“心理诉求——利益诉求”的两分原则，将信访人分为利益型、心理型、

耦合型和无意识型四种。本文以西平县信访治理实践为个案，提炼出由“心”而治的信访分类治理模

型，并对该模型的治理理路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对信访频次、情绪和事件的三维叠加形

成了信访分类治理的参照维度，而地方政府对治理技术的灵活性运用则构成了信访分类治理的动态实

践。本文为信访分类治理过程中信访人的心理诉求与利益诉求间的关系提供经验事实，并为社会心理

服务驱动下的信访分类治理理路提供分析框架。然而，受限于研究区域和案例数量，本文提炼出来的

由“心”而治的信访分类治理模式还有待进一步验证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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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在基层信访治理中，信访原问题若未能依法得到及时就地解决，极易派生出不良现象，产生诸多

信访衍生问题（刘振勇，2012）。在信访原问题向其衍生问题的发展过程中，信访者在上访中投入的精

力较大，甚至成为其主要生活内容和精神支柱，不达目的不肯罢休，即使最终从“胜利”中的受益远

抵不上其信访所付出的成本，他们也要“坚持到底”。正如一些当事人所言，“本来派出所处理了，他

不给钱，还要说大话，听着就生气。我想，派出所不行，法院还拿你没有办法吗？”（陈柏峰，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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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服务驱动下信访“分类治理”的理路

- 2 -

信访人此时已经不是单纯地通过信访解决利益诉求，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赌气”心态。由此，信

访人的目标开始发生转向，逐渐演变为“不蒸馒头争口气”的心理，要向信访部门“讨个说法”，继而

产生了“为气而信访”的微观图景。应星（2007）曾提出“以气抗争”的概念来解释这类上访者的行

为模式。他认为这些访民有毅力和精神支撑，甚至面对打击、报复也不畏惧，“气”是信访者行动再生

产的推动力量（应星，2009）。在“气”的推动下，信访人往往有着各种不满、委屈、猜忌、怀疑、依

赖、偏执、愤怒、紧张、焦虑、侥幸等负性情绪（张清娥，2009）。信访者的信访行为是以相对平和的

方式呈现还是以偏激的方式呈现，取决于信访人所积攒的“气”能否有效地疏解。这就导致了以物质

利益为核心的信访问题转换为“利益诉求——心理诉求”双重作用下的新信访问题。面对这种新的信

访问题，需要信访工作人员具备极强的灵活性，并拥有有效的对话技术和分析心理特征的能力（田毅

鹏，2018），以便分析上访者“气”生成的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掌握每个上访者的不同心理状态

及其产生的原因，能够因人制宜，采取不同措施。

然而，大多数地方政府在寻找信访者“为气而信访”的消气之道时陷入了“花钱买平安”的路径

依赖。一方面，通过花钱满足上访者的心理期望；另一方面，当他们认为花钱收买信访人的方式已基

本不可能时，则转向花钱收买国家信访工作人员，让其拒绝登记本地访民或将已经登记在案的记录抹

掉（田先红，2012；于建嵘，2007）。这种方式虽然可以暂时消解信访困局，但是忽视了信访人行为背

后潜藏的复杂情感活动，极易导致信访困局再次上演。因而，地方政府要想使信访人“心服口服”还

需要柔性治理思维（刘敏岚，2018）。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

危机干预机制，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努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社会心理服

务体系的提出为基层信访柔性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

何谓社会心理服务，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官方文件也未直接定义。有些学者将其等同于心理健

康服务，认为两者在服务目标上，都是预防和减少各类心理问题，提升公众心理健康水平；在服务内

容上，主要包括心理咨询、心理疾病治疗等；在服务对象上，都是面向心理正常的普通大众，不包括

属于精神科医生诊疗对象的心理异常的精神障碍患者（程婧等，2018）。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社会心

理服务”与“心理健康服务”有着根本区别，不能混同使用。前者采取的不是病理学的视角，而是积

极发展的视角；不是个体的视角，而是社会的视角；侧重解决社会宏观层面的社会心态问题，是社会

治理体系的一个方面，通过“由心而治”的路径实现国家和社会的“善治”（辛自强，2018a）。本研究

认为，社会心理服务是通过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主

要包括社会心态培育、社会心理疏导、社会预期管理、社会治理的心理学策略的运用等内容；其核心

目的是解决社会宏观层面的心理建设问题（辛自强，2018b）。本文在梳理信访分类治理范式的基础上，

以河南省西平县信访治理实践为例，提出分析社会心理服务驱动下信访分类治理的理路，以期为新时

代基层信访工作提供经验借鉴。

二、“双因素”模型：社会心理服务驱动下信访分类治理范式

（一）传统信访分类治理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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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面对众多信访案件，极易陷入“头痛医头”和“脚痛医脚”的被动治理窘境，导致我国

现行的信访治理存在一个突出问题：地方政府不能根据信访事件的性质与信访人的特征科学地进行甄

别，开展有针对性的分类治理。在以往的信访治理中，信访工作人员往往是被动处理信访事件，采用

“一刀切”的治理方法，不能根据不同信访人的特征，有效解决信访事件。本文认为，创新信访治理

方式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就是如何构建信访分类治理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有效的信访分类治理模式。

2005年国务院颁布的《信访条例》开始出现信访分类治理的导向。条例第四条中指出：“信访工

作应当在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下，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依法、及时、就地解决

问题与疏导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属地管理即按照信访事件的发生地和信访人的所在地，将信访事件交

给当地政府解决。当地政府要么按照属地管理的方式交由乡镇政府处理，要么按照信访案件所涉及部

门进行归口管理。从纵向来看，属地管理是政府内部根据属地原则进行“自上而下”的信访分类治理，

而地方政府承接转送的信访案件之后所进行的归口管理则是横向上进行“自左至右”的信访分类治理。

除了这两类之外，还有“自下而上”的信访分类治理模式。这种分类治理模式是“自上而下”模式的

逆运行，即乡镇政府对信访人反映的本级政府无法处理的事件进行汇总后，分门别类地交由县级信访

部门处理的治理方式。

上述三种分类治理方式，所呈现的是政府内部信访分类治理的运行机制，较少考量信访人及其所

反映的信访案件，无法根据信访事件与信访人的差异有针对性地进行处理。有学者认为，地方政府应

该运用各种手段（村庄规范、村庄结构等）对信访对象（信访人或信访事件）进行区分，并在此基础

上通过强化治权达到信访治理目标（申端锋，2010）。为地方政府信访治理提供了一种基于信访事件与

信访人分类的思路（如图 1所示）。一是根据信访事件性质进行分类，可划分为社会权利类信访、经

济权利类信访以及政治权利类信访（李文静，2014）。二是根据信访事件内容，可划分为失地农民保障、

涉军群体、人事劳资等（陈柏峰，2012）。

图 1 信访分类治理示意图

三是对信访人进行分类。因“事”分类的方式虽然考虑到了信访案件的差异性，但缺乏对同类信

信访分类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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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案件下不同信访人的特征考量，仍然无法做到因人而异。于是，有的地方政府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

信访人身上，着重根据信访人的家庭因素和行为导向判断其个人行为，而后根据个人的具体类型进行

治理。如根据信访人的上访行为分为“赖货”（品行不好的人）、“信球”（脑子不好使的人）、“神经病”

等（申端锋，2010），或将信访人从家庭属性上分为上门女婿、回迁户、外嫁女、单身汉、五保户等。

这种方式在家庭属性或行为特征方面考量了信访人的差异，但是仍然没有把握住信访人的心理特征，

且在具体的信访治理过程中，即使对信访人进行了分类，仍回归到事件分类治理层面。因而，无论因

“事”分类或因“人”分类，均未形成一套较好的分类体系。

（二）信访分类治理范式创新

笔者调研发现，在信访治理中，西平县基于“人与事”的视角，将信访人的信访诉求与心理动机

相融合，探索出了一条因“心”分类的治理逻辑。即通过社会心理服务对信访治理的嵌入，评估信访

人的心理诉求与利益诉求的差异，而后根据信访人的具体诉求进行信访治理。因“心”而治的方式既

是社会心理服务嵌入信访治理的创新，也是信访治理过程中社会心理服务运行的基础和前提。这种方

式将上访者的行为看作心理诉求和利益诉求双重因素耦合的结果。其中，心理诉求是信访人在信访过

程中所寻求的心理慰藉，利益诉求是信访人在信访事件中想要得到的物质利益。信访人的“心理诉求”

和“利益诉求”二分法（以下简称“双因素”）不再割裂信访治理中的“人”和“事”，而将“人”与

“事”相结合。它通过比较信访人的心理诉求和利益诉求，全面把握信访人的信访愿景，使信访事件

立体地呈现在信访工作人员面前。根据信访人“心理诉求”与“利益诉求”的差异，可以将信访人划

分为利益型、心理型、无意识型、耦合型四种（如表 1所示）。

表 1 “双因素”视角下信访分类治理内容

分类治理类型 分类治理目标 分类治理工具 分类治理边界 分类治理表现

利益型

（低心理诉求-高利益诉求）

解决信访人的

利益诉求

行政工具、法律工具、

经济工具

边界清晰、限于政府

内部
常规化信访治理

心理型

（高心理诉求-低利益诉求）

解决信访人的

心理诉求

行政工具、法律工具、

心理工具

边界模糊、政府社会

协同

协同型信访治理，如政府聘请

专业的社会心理服务工作人员

无意识型

（低心理诉求-低利益诉求）

与信访人谈话

了解其行为背

后的动因

行政工具、法律工具、

心理工具

边界较为清晰（前期

政府内部，后期政府

社会协同）

技术型信访治理

耦合型

（高心理诉求-高利益诉求）

解决信访人的

利益诉求和心

理诉求

行政工具、法律工具、

经济工具、心理工具

边界模糊、政府社会

协同
复合型信访治理

1.利益型。利益型信访人在信访过程中较为理性，没有过多失常的心理，以解决利益诉求为主要

目标，即低心理诉求和高利益诉求。地方政府主要对信访人的利益诉求进行判断，评断信访人的信访

诉求是否合理。若合理则按照《信访条例》和《信访工作流程》进行办理，即选用行政工具、法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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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经济工具
①
对信访案件进行常规化处理。

2.无意识型。无意识型信访人是指在集体信访事件领头人的影响下，随波逐流进行信访的群体。

他们在信访中缺乏主见，怀着侥幸心理，期望通过信访获得“意外之财”，即低心理诉求和低利益诉求。

他们对事物缺乏分析，在外界压力或消极暗示下，常常放弃原观点而跟从大多数人的行为。地方政府

应该及时与这类信访人进行沟通，通过行政工具、法律工具或心理工具对这类信访行为进行治理。

3.耦合型。耦合型信访人不但完全陷入到自身所设置的“心理情境”之中，而且以解决利益诉求

为主要目标，即高心理诉求和高利益诉求。这类信访人有三种情形。第一种，信访人在现实生活中有

诸多不如意、对政府有误解、或曾经受到伤害。该群体在信访过程中，可能会以过激的言辞或行为释

放心中的不满，导致其信访行为异化。第二种，信访人所反映的问题因政策等客观原因暂时不能得到

解决或难以解决，信访人在漫长的等待中产生焦急、烦闷的情绪。这类信访人的心理由理性转向感性，

将信访过程中产生的负面情绪嵌入信访行为中，导致信访行为的偏激。第三种，信访人在原本生活中

存在心理问题（如人际交往障碍、性格偏执、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等）。这类信访人虽然具有合理的利

益诉求，但不能冷静理性地看待信访部门的处理结果。信访部门在处理耦合型信访案件时主要分两步

进行，一方面通过社会心理服务疏导信访人的负面情绪，让信访人正确看待信访案件本身、以平常心

态对待信访部门、客观看待信访案件处理结果。另一方面信访部门按照《信访条例》和《信访工作流

程》积极主动地尽早回应信访人合理的利益诉求。

4.心理型。心理型信访人表面上是在反映利益诉求，但主要是为了满足某种心理需求，即高心理

诉求和低利益诉求。这类信访人往往因一些小事或利益问题（该利益问题或许不成立）而长期上访，

其所付出的代价，早已超过上访事件所涉及的价值和利益。同时，信访人由于将信访看作生活的全部

内容，逐渐脱离社会，丧失了生活能力，长期依赖政府或他人生活。此外，心理诉求大于利益诉求还

体现在攀比性信访案件中。

（三）案例选取及数据来源

1.案例选取。西平县位于河南省中南部，总面积 1089.77平方公里。全县有 33个居委会、251个

行政村、1221个自然村、3056个村民小组，总人口 88.65万人。本文研究选择河南省西平县作为研究

对象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原因：（1）典型性。2016年，中央政法委将北京市丰台区等 12个区、市作

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联系点，以期探索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西平县是建设联

系点中唯一的县级联系点。该县在探索“信访＋社会心理服务”方面走在前列，选其作样本具有较强

的典型性。（2）创新性。西平县围绕加强社会治理创新，借鉴“枫桥经验”，将信访治理与社会心理服

务紧密融合，探索建立“信访＋社会心理服务”的信访治理新模式，进而推动信访问题的有效化解，

为基层信访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3）可推广性。西平县是典型的农业大县，以其为研究对象所得出

的研究结论相较于市辖区更具有推广性，可以为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县域政府信访治理创新提供新的思路。

①
信访分类治理工具是指信访治理主体用来处理信访案件的手段。依据工具内容将其划分为行政工具（政府购买服务等）、

法律工具（司法诉讼等）、经济工具（经济救济等）和心理工具（心理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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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来源。本文研究所使用的案例和数据主要来自笔者在西平县调研过程中获取的资料，包括

一手数据资料和二手资料，以一手资料为主。调研前期，研究团队主要通过互联网对西平县“信访＋

社会心理服务”相关新闻视频、报纸报道（网络版）等进行搜集，为后续实地调研奠定基础。2019年

1月，研究团队在西平县开展多次半结构化访谈和研讨会，主要包括：（1）政府内部人员的半结构化

访谈。确定了访谈内容和提纲后，对西平县副县长、信访局长、乡镇书记、镇长等人员分别进行半结

构化访谈，并与他们多次进行临时性电话、微信、邮件交流，通过互动获取更多信息；（2）与参与信

访治理的社会团体进行深入访谈并做详细记录；（3）研究团队成员多次参与西平县信访部门召开的相

关研讨会，整理会议记录，经过会议负责人确认后，形成研讨会记录。此外，研究团队获得了西平县

提供的内部相关资料，包括西平县“信访＋社会心理服务”工作报告、西平县关于做好“接、解、结”

信访工作三字工作法等。

三、案例呈现：“双因素”视角下的信访分类治理实践

（一）“双因素”视角下的信访分类治理探索

自 2016年确定为社会心理服务联系点以来，西平县经过三年多的实践，“信访＋社会心理服务”

建设已初见成效。

1.构建以多元主体为核心的信访分类治理体制。从宏观层面看，西平县政府在县乡两级设置社会

心理服务中心，帮助信访工作人员明晰信访人的心理诉求和利益诉求。从中观层面看，西平县信访部

门与郑州全人心理科技研究院合作，专门处理以心理诉求为主的信访案件。截至目前，西平县信访部

门委托郑州全人心理科技研究院 87件信访案件，已化解 82件。从微观层面看，西平县政府在村（社

区）级层面构建以“五大员”（治安主任、妇联主任等）和“评理说事”协会等主体为核心的信访治理

网络，帮助信访工作人员理清信访人的真实诉求。

2.形成以社会心理服务为核心的信访分类治理工具。西平县信访部门多次邀请专业人士对信访工

作人员进行社会心理服务培训，提高他们的社会心理服务质量。截至目前，西平县考取心理咨询师资

格的人数达 960人，其中国家级心理咨询师 128人；信访干部考证人数 180人，其中国家二级心理咨

询师 46人。西平县政府将这些具备社会心理服务专业技能的人员作为信访治理骨干，着重处理心理

诉求较大的信访案件。

（二）“双因素”视角下的信访分类治理参照

在具体的信访治理实践中，西平县信访部门将信访人划分为“红（心理型）、黄（耦合型）、绿（利

益型）和无意识型”四种。其划分依据主要是信访人的信访频次、信访情绪、信访事件（如表 2所示）。

表 2 “双因素”视角下的信访分类治理参照

信访类型 信访频次 信访情绪 信访事件 信访实践

利益型
不存在周期性上访或多次

重复上访

无负面情绪或负面情

绪较少
明确的利益诉求 刘二工资上访事件

心理型 周期性上访、多次重复上访存在严重的负面情绪 明确的利益诉求但与所呈现出来范大与李二“一元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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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上访成瘾 的情绪状态不符 田汉“要户”等上访事件

耦合型
周期性上访、多次重复上访

或上访成瘾
存在严重的负面情绪

明确的利益诉求且呈现出来严重

的情绪状态

无意识型 从众上访 无负面情绪 无明确的利益诉求

1.信访频次。有的信访人在初次上访后便等待信访部门的回复，不存在周期性上访或重复上访的

问题；有的信访人则每天到信访局报到，呈现出周期性或反复性上访的现象；有的信访人多次到县级

信访部门信访无果后，转向市级、省级或直接进京上访。信访治理中大多数的“老大难”有重复访、

越级访等行为。信访人一旦开始重复访、越级访，极易沉浸在上访之中不能自拔，不但会出现心烦、

失眠、忧郁症、反社会人格障碍，而且将生活与上访融为一体，逐渐丧失与其他人进行沟通的能力，

最终形成“上访成瘾”。上访成瘾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 “正常上访→反复上访→上访成瘾”

的积累过程。据此，信访工作人员通过统计信访人的信访频次，能较为有效地把握信访行为对其心理

发展产生的影响，并在由正常上访向上访成瘾转换的过程中，把握信访人的心理诉求。

2.信访情绪。信访治理需要“察言观色”，信访人和信访工作人员会根据对方的情绪表达推测其目

的和想法，使自己在信访博弈中处于优势地位。一方面，信访工作人员的“脸色”成为信访人与地方

政府讨价还价的参照。信访人通过把握信访工作人员的言行举止，抓住信访工作人员的心理状态，诱

使信访工作人员陷入他们所编织的“陷阱”。对于信访人而言，他们在信访过程中既不愿也不想抑制自

己的消极情绪，甚至还会将消极情绪作为“谈判”的有力武器，希望通过强烈的消极情绪加深自己的

“冤化”，从而获得“谈判”成功。另一方面，信访人的“脸色”是信访治理的“显示屏”。信访工作

人员在处理信访事件时应对信访人的“脸色”明察秋毫，并善于从中发现信访人的心理诉求，真正了

解信访人所思、所想、所盼。同时，信访工作人员在与信访人沟通交流时，也应该控制自身情绪。如

果信访工作人员对信访人缺乏感情、冷若冰霜，甚至动辄批评训斥、辱骂信访人员，这些行为不是看

信访人“脸色”，而是甩给信访人“脸色”，极易导致信访人选择非正常上访，使信访部门处于被动局面。

3.信访事件。信访概念的不同直接影响着对信访事件的理解。当前，有广义信访和狭义信访之分，狭

义的信访主要指行政信访，即访民个人与行政机关或其他公共部门之间发生的行政类纠纷（夏瑛，2019）。

狭义信访概念下的信访事件专指行政类纠纷事件，并不包含民事类纠纷、刑事类纠纷等。在实践中，

囿于“不惯诉讼，但求上官做主”“习惯让政府出来评评理”的传统，民众有了诉求和冤屈，倾向于首

选信访（童星，2014）。除了通过信访表达对各级党政机构不满、抗议而请求帮助之外（任剑涛，2012），

还将自己和家庭在生产与生活中所面临的困难通过信访渠道进行反映（焦长权，2010），以期寻求“组

织庇护”（狄金华 2016）。从信访工作的实际情况来看，狭义信访概念并不能呈现基层信访事件的全貌，

故应从广义层面上理解和运用信访的概念。广义的“信访”源于《信访条例》中对信访的界定，即“信

访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法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

动”，这一概念在当前运用相对普遍（张宗林，2019）。在广义信访概念下，信访制度有着鲜明的中国

特色，承担了诸多复杂的功能，如社会治理方面的剩余事务兜底功能、纠纷解决机制的替代功能等（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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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峰，2016）。因而，基层政府所面对的信访事件既包含行政信访事件，又包括向政府提出投诉请求的

个人之间的纠纷、个人与非政府主体间的纠纷等非行政纠纷事件。西平县信访工作人员为了更加有效

地识别信访人的真实诉求，认为如果信访事件明确具体，且未给信访人带来强烈的负面情绪，可将信

访人的目的看作是解决利益诉求。但是，若信访事件本不该对信访人造成极大的负面情绪，信访人在

表述过程中却带有强烈的痛苦情绪时，则认为信访人除利益诉求外还存在强烈的心理诉求。如西平县

焦庄乡郭大
①
因侧墙被冲而进行上访的事件，事件的经过是：

2012年 12月，郭大的邻居何三在房顶开水槽时，没有接下水管，每逢下雨，水直冲郭大偏方墙

壁。郭大就此事件与何三沟通无果后，多次向焦庄乡政府反映该问题，要求政府为自己做主。

焦庄乡政府随即安排包村领导处理该信访事件。包村领导入村后发现两家各执一词，后从村支书

处了解到该信访事件背后另有隐情。何三认为：“郭大夫妇倚老卖老，在公共场合说自己是劳教犯等言

辞，让自己在村里很没面子。”而郭大夫妇则认为：“何三有前科，人坏，有坏思想，害怕被打击报复。”

信访人所陈述的信访事件的核心虽然是下水管道引发的冲突，但其问题的症结却在信访人的心理作用

下所产生的“心理幻想”，他们存在何三以前犯过错始终就是坏人的思想。焦庄乡政府在对待这个信访

事件时，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信访人的心理诉求，而不完全是利益诉求，信访工作人员此时关注的已

不是墙体冲击的问题，而是如何打开双方心结。

（三）“双因素”视角下的信访分类治理机制

1.分析评估机制。西平县政府在县、乡接访窗口和村级矛盾调处室安装心理测评软件，对信访人

的信息进行采集、筛查、评断、评价，进而对信访人的心理状态进行预判。之后，信访工作人员在了

解信访事件的过程中，确认信访人的信访事件标的物、信访情绪等，并结合预判结果初步判定信访人

类型。若是以利益诉求为主，信访工作人员按照《信访条例》进行常态化信访治理；若存在心理诉求

则开启心理服务机制。以西平县田汉由“平冤”向“要户”转变的上访案件为例。

20世纪 90年代，田汉向信访部门反映其在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家里的孩子比较多，便偷了

生产队的粮食，后被生产队发现后抓了起来，他认为自己是冤假错案，要为自己“平冤”。

当时，西平县信访部门接到田汉信访案件后，便搜集相关信息，并展开实地调查。调查发现，田

汉确实存在偷粮行为，并不属于冤假错案。西平县信访部门按照当时的信访工作要求对其信访案件进

行处理。田汉对信访部门的处理结果不满意，开始反复上访、甚至进京上访。面对田汉的反复上访，

西平县信访部门开始从“主动作为”转为“疲于应付”。然而，在 2016年，田汉不再向信访部门反映

“平冤”的诉求，转而反映户口问题。发生转变的原因在于田汉发现之前反映的“平冤”事件，信访

部门已经“无感”，于是寻找新的上访事由，以获得信访部门的关注。其所反映的户口诉求为：

20世纪 80年代，时任村主任的陈晨看上了他的宅基地，想找一处宅基地与田汉交换。田汉不同

意，宅基地交换失败。由此，田汉认为陈晨为了报复他，便将自己两个儿媳、两个孙女、两个孙子的

户口注销。

①
遵循惯例，案例中人名已做学术性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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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访工作人员调查发现田汉反映的户口诉求不属实。田汉的二儿媳妇在该村有户口，但是已于

1998年随其丈夫（田汉二儿子）一起迁到外省。而两人的两个儿子没有入户的原因是两人并未向派出

所提出入户申请。田汉的三儿媳是外省人，虽然与田汉三儿子结婚，但是并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只是按照农村的习俗请客，且户口也并未从外省迁入，两个女儿出生后也未到派出所进行申报，因此

也没有该村户口（田汉三儿媳和两个女儿在外省都有户口）。然而，田汉认为他们在该村没有户口的原

因是其与村主任之间的矛盾，在信访时多次提到“就是村支书报复我”等话语。在 30余年的上访中，

田汉已沉浸在自身所设置的“情景”之中，不能理性地看待事实真相。因此，西平县信访部门认为，

田汉的心理诉求超越了利益诉求，是为了通过上访来泄气，获得心理的舒适。

2.心理服务机制。西平县信访部门对信访人分类后，为有心理诉求的信访人提供心理服务。通过

“心理疏理、情绪泄压、思想引导”，改善信访人的不良认知；通过“倾听（真诚尊重）、接纳（理解

包容）、共情（建立关系）”，及时安抚信访人情绪，引导他们回归正常心理状态。对于黄色（耦合型）

信访人，西平县信访部门将心理服务供给与利益诉求处理并轨运行。对于红色（心理型）信访人，西

平县信访部门优先解决信访人的心理诉求，之后再解决其合理的利益诉求；若信访人仅存在心理诉求

而无合理的利益诉求，信访部门仅解决其心理诉求。如田汉信访案件中，信访工作人员发现田汉的利

益诉求并不属实，但是在长期的上访过程中产生了严重的心理诉求。村民反映田汉的妻子不和他一起

生活，过不到一起但并未离婚；孩子多次让田汉过去，田汉不愿到外省与家人团聚，而执意留在村里

讨个公道。为了使田汉走出其所“构建”的信访情境，信访工作人员从信访管理者转变为信访倾听者，

换位思考田汉的信访事件，有针对性地提供心理服务。正如乡镇干部所言：“要善于听信访群众诉说，

信访群众说完气就消去一大半了，说完之后回去就没事情了”。

3.跟踪回访机制。信访案件处理结束后，有些信访人虽然签订了罢访协议书，但仍停留在信访情

境中，尤其是耦合型、心理型信访人，极易因长时间上访而难以摆脱上访所留下的思维和行为惯性。

这就需要信访工作人员跟踪回访，帮助信访人回归社会。一是，通过回访关注信访人的心结是否真正

解开。对仍心有芥蒂的人员，继续对其进行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进一步解开信访人的心结，培养其

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二是，通过回访了解信访人是否有新的诉求。信访老户由于长期

上访，逐渐形成思维定势，一旦偶发新问题不能及时解决，极易产生信访“回流”现象，通过回访做

到抓早抓小抓苗头、心贴心、实打实地为群众排忧解难。2016年，田汉信访事件由“平冤”转向“要

户”就是信访工作人员在回访中发现。三是，通过回访关注信访人是否适应社会。一些信访老户因性

格偏执导致人际关系紧张，信访问题解决后适应社会迟缓。工作中要主动为信访人着想，发挥社会资

源优势，帮助信访人创造新的生活空间，搭建新的生活平台，真正融入社会。

四、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发现

传统的信访分类治理理念和方法主要集中在信访人的利益诉求，忽略了信访人的心理动因等深层

次因素。社会心理服务驱动下的信访分类治理创新通过事前预防、事中干预、事后关怀的思路，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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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心理服务融入信访治理过程中，有助于明晰信访人上访行为的背后动因，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随

着社会心理服务嵌入信访治理版图，社会心理服务成为连接地方政府与信访人之间的治理机制，为信

访治理心理秩序的建构奠定了基础。国家通过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促进信访人心理的良性回归，地

方政府信访分类治理逐渐由利益回应发展为心理服务。本文研究发现：

1.由“心”而治的信访分类治理更加侧重挖掘和解决信访人的隐性诉求。信访人的利益诉求可表

现为具体的现实利益且容易被信访部门察觉到。而信访人的隐性心理诉求则较难发现，不容易被信访

工作人员把握。信访工作人员可以通过信访频次、信访情绪、信访事件的分析评估，把握信访人的心

理诉求与利益诉求间的关系，以推动信访问题的解决。

2.由“心”而治的信访分类治理技术是“治理-服务”属性的二元统一。治理技术是信访治理主体

为提高治理成效所采用的特定方法或举措。根据治理技术在行使主体与作用领域的细微差别，其在信

访治理实践中分化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体现为“地方政府-信访人”的治理属性。地方政府通过观

察信访人的言谈举止等外在表现判断信访人的“心理诉求-利益诉求”，通过社会心理服务等方式对信

访人施加影响，促使信访人向地方政府既定的治理目标靠近。第二个层次体现为“社会组织-信访人”

的服务属性。地方政府为了更好地了解信访人的心理诉求，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吸纳社会心理服务组

织参与信访治理。相较于政府信访治理的行政性，社会心理服务组织在信访治理体系中体现出其社会

性的一面；地方政府在其中更多的是问题导向，社会心理服务组织则更多的是服务导向，通过与信访

人沟通服务于信访人的心理需求、疏导信访人的心理，促使信访人以平和的心态看待信访事件。

3.由“心”而治的信访分类治理是对信访工作人员的心理修缮。人的心理与所处环境有着重要关

联（葛鲁嘉，2009）。信访人负面情绪的集聚为信访工作人员营造了一个充满负能量的工作环境。在这

个环境中，信访工作人员极易受到信访人负面情绪的感染，从而产生职业紧张乃至职业倦怠。社会心

理服务体系建设与基层信访治理的有效对接，在解决信访人心理诉求的同时，也为信访工作人员提供

了自我心理修缮的路径。正如西平县信访局干部所言：“参加社会心理服务培训一方面是为了增强自身

在信访工作中的工作方式和技巧，提升工作能力；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减压，作为信访干部心理压力很

大，通过学习社会心理服务的知识也为自己寻求出口，寻找钥匙，在没有培训之前作为个体的人不知

道怎么宣泄自身的压力”。

（二）研究结论

西平县信访分类治理实践阐释了因“心”分类的治理模式。该治理模式的推演理路为：其一，信

访治理应该按照信访人的心理诉求和利益诉求二分法进行分类；其二，信访人的心理诉求与利益诉求

之间存在差异，形成了利益型、心理型、耦合型、无意识型四种信访分类治理模型。从信访分类治理

的历程来看，信访分类治理之初，地方政府依据信访事件、信访频次、信访情绪评估信访人的心理诉

求与利益诉求，判断信访人的具体类型，在信访分类治理前期形成信访分类评估的微观图景。确定信

访人类型后，信访部门开始进行分类治理。在信访分类治理工具选用上，其治理策略凸显出行政工具、

法律工具、心理工具融合使用的治理景观。信访治理的分类评估和分类治理共同构成了信访分类治理

的理路框架（如图 2所示）。信访分类治理模式包含两个层面：从分类评估层面来看，是地方政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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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访事件、频次、情绪的三维叠加；从分类治理阶段来看，是地方政府对信访人心理诉求与利益诉求

多维互动下，对信访分类治理技术的灵活运用。

心理诉求

利益诉求

引入心理工具解决

心理诉求

引入行政工具、法律

工具、经济工具解决

利益诉求

信访事件解决

理性思维

地
方
政
府

社
会
组
织

信访频次

信访情绪

信访事件

利益型

耦合型

心理型

无意识型

查需求

接纳性倾听

差异化

制定工作方案

解心结

同理性共情

信
访
人

分类评估 分类治理

图2 信访分类治理理路示意图

（三）研究局限与展望

基于西平县“信访＋社会心理服务”实践的有益探索，本文从类型学的角度，采用“心理诉求-

利益诉求”二分法，深入分析了社会心理服务驱动下信访分类治理的理路，是一项对信访治理问题“学”

与“用”相结合的探讨。然而，由于文章篇幅有限，笔者无法对信访这一复杂多变的事件进行穷尽分

类，仅根据西平县的信访治理实践归纳整理后得出结论，希望有助于业界形成更为系统的研究成果，

为我国信访治理提供更好的思路和治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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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gic of “Classified Governance” of Letters andVisits Driven by Social
Psychological Services:ACase Study of Xiping County, Henan Province

Wang Shan

Abstract:Most of the research on classified governance of letters and visits is based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people” or “things”,

forming the basic paradigm of classified governance of letters and visits. However, the embeddedness of social psychological

services in the governance system of letters and visits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classified governance of letters and visits,

namely, the classification of “intention”.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psychological appeal - interest appeal”, the types of

petitioners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an interest type, a psychological type, a coupling type and an unconscious type. This

article takes the governance practice of letters and visits in Xiping County as a case, classifies the governance model of letters and

visi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ntion” and conducts an analysis. It finds that the three-dimensional superposition of letters and

visits’ frequency, emotion and event forms the evaluation dimension of classified governance of letters and visits, and the flexible

application of governance technology in classified governance constitutes the dynamic practice of it. This study provides empirical

facts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sychological demands and interest demands of petitioners, and provide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innovation mechanism of classified governance of petitioners driven by social psychological services. However,

limited by the number of research areas and cases, the classified governance model of petitioners refined in the study needs to be

further verified and improved.

KeyWords:Public Psychological Service;Governance ofLetters andVisits; ClassifiedGovernance;Operation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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